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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松仁：慈善捐赠的道德省思

范松仁

慈善捐赠的道德省思
范松仁

（宜春学院  江西宜春 336000）

内容摘要：慈善捐赠是具有深刻道德意蕴和时代价值的高尚义举，对慈善捐赠的道德评

价需要处理好财富状况与道德水平、捐赠数量与道德境界、适度匹配与道德良心的关系，人们

对被动捐赠行为的指责来自于对灾区人民的同情与对富人群体的期待之间的不和谐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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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慈善捐赠的道德意蕴和时代价值

　　“慈善是一种社会行为，是指在政府的倡导或帮助与扶持下，由民间的团体和个人自愿组

织与开展活动，对社会中遇到灾难或不幸的人，不求回报地实施救助的一种高尚无私的支持与

奉献行为。”[1]（P6）慈善往往是通过捐赠款物、慈善教育、无偿提供技术和服务等方式表

现出来，尤以慈善捐赠为要。一般而言，这种慈善捐赠发生在个人或组织遭受疾病、灾祸等不

可抗拒的力量的侵害而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之后，施救者给予对方人道援助。从道德

角度看，慈善捐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慈善捐赠彰显人性力量。传统人性理论对人性问题争论不休，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是

自私的，恶的本能使人以贪婪占有为荣，以牺牲让渡为耻，而性善论者则坚持认为人的本性善

良公正无私，前者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则表现出自私自利的倾向，后者在处理个人与他人

关系问题上表现出慷慨无私的倾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在本质上就是人的社会性。在社会

主义社会中，人性体现为团结互助、扶危济困、关爱社会的道德原则。当灾害发生以后，人们

纷纷以各种方式表示对灾区的援助，想方设法救助灾民，牺牲自我利益，补偿他人利益，彰显

了人性向善的力量，使人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无限温暖，感受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

人道主义情怀，而且这种人道主义情感已经跨越国界，从世界各地汇聚起来，充分体现了世界

大家庭的博大情怀和人间大爱。

慈善捐赠输送道德给养。无论是企业、组织还是个人，他们的生存既是功利性的，也是

道德性的，既为利益而生，又为责任而存，功利与道德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捐赠这一爱心表

达方式，使企业、组织和个人的社会责任感、道德良知和道德情怀在更大程度上得到了社会的

认可和褒奖，此为外；也使企业、组织和个人获得道德上的熏陶和教育，使自身道德素质得到

提高，此为内。这是道德补给或道德培育的一条重要途径，正如许多人通过做好事来净化心灵

一样，企业、组织和个人通过捐赠使自身形象不断得到建造、纠正和重塑，对内在生命力产生

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慈善捐赠体现道德水平。当某个人或某个家庭遇到特殊困难时，有人伸出援助之手，救

人于水火之中和危难之时，这表现出的是施救者道德水准的表现，这是局部对局部的援助。而



当受难的不是个体而是群体、社会乃至民族时，全国各族人民积极行动起来，鼎力相助，这时

的捐赠则显得更为重要和伟大，已经从个人道德上升到社会道德乃至崇高的民族情感。越是在

民族危难时期越需要动员更大范围的组织、个人献出自己的赤城和爱心，这是对非常时期应对

公共危机在道德上的极大支持，它将吸引更多的人通过这个非常的途径获得道德上的净化和升

华，也正是这种升华使社会文明不断进步与发展。

慈善捐赠行为出于意愿。伯特兰·罗素指出，“人类一切的活动都发生于两个来源：冲

动与愿望，”[2] （P3）而愿望比冲动更恒久。亚里士多德也说过，选择必定是出于意愿的，

并与德性直接相关。捐赠不是政治和法律行为，无需通过外在命令来执行，人们选择捐赠与否

都应该是发自本心，出于意愿，受制于内在的道德律令。也就是说，善良的愿望和意志是使人

发出善举的心理机制，只有在人们内心深处构筑了这种愿望和意志，人们才能自觉的去为受困

地区和人民无私捐赠，体现了捐赠主体内心道德良知的自我觉醒，道德义务的自觉完成，道德

行为的自觉表现，具有更加高尚的道德意义。当然，在现实中也可能存在迫于形势和舆论所产

生的不自愿捐赠行为，但这不应该成为动摇“捐赠行为出于意愿”这个道德要求和伦理判断。

慈善捐赠履行道德义务。 人的本质在其客观现实性上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

作为一定社会的成员在社会中生活，不论个人是否意识到，客观上都必然要对社会和他人负有

一定的使命、职责和任务，因而也大都有对社会和他人履行义务的道德责任。”[3] (P311)这种

责任就是一定阶级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对人们的道德要求。社会主义道德原则要求在社会和他人

遇到困难时，人们应该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受困地区和人民捐赠款

物便是履行道德义务的重要方式。在捐赠这种特殊的道德义务中，不是以获得某种相应的权利

为前提，而是以或多或少地牺牲个人为前提，因此这种义务具有道德层次上的高尚意义。

慈善捐赠回归优良传统。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宽和仁爱、乐善好施的民族，有着

慈善捐赠的优良传统。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慈善”以“仁”为核心，具体表现为“人性本

善、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尊老爱幼、扶弱助残”等，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互济互助。然而，

在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得到又好又快发展，而人们的同情心和道德感却没有得到健康成

长，传统社会中“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逐步被遗弃。而捐赠便是回归优秀传统道

德的重要手段，通过捐赠找回失落的伦理精神，重返人类精神家园，沐浴优良传统道德的阳

光，获得灵魂的净化。

二、慈善捐赠道德评价的三个维度

既然慈善捐赠是一种具有深刻道德意蕴的高尚行为，那么如何给这种行为以中肯的道德评

价则成为我们在认识慈善捐赠的道德意义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还是不

能离开慈善捐赠的标的，即捐赠主体所提供的金钱和物品。灾难发生以后，人们在对灾区的遭

遇表示同情的同时也往往对组织、个人特别是富裕阶层为灾区捐赠款物的数量表示了极大的热

情，对捐赠行为的德性价值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这本无可厚非。但几乎都是以捐赠数目大小

来评价捐赠者道德水平和道德境界的高低。表面看只是一个具体的捐赠数字的经济学问题，但

实质看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学问题，即在道德评价中如何处理捐赠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可以从以

下三个维度来理解：

首先，财富状况与道德水平具有发展的不平衡性。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的



发展，虽然受生产力的影响，但决定道德进步的是生产关系的性质，这是十分重要的。”

[3]（P160）“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实践紧密相联的，它……是在实践基础上客观因素和

主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矛盾发展过程”。[3]（P480）而且，内含着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在的社

会存在与内含着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状况的社会意识之间历史和现实的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

性。

因此，个人财富状况与道德发展水平并不具有同步发展的逻辑必然性，经济增长未必决定

着道德水平的提高，道德高尚者不一定是经济富裕者，经济贫困者也并不必然是道德低贱者。

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道德楷模经济上并不富裕，甚至生活十分拮据，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

的爱心和善举。反过来，不少腰缠万贯的富翁或者经济条件较好的普通百姓却是道德上的落后

者。这在以往历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中也有鲜明的例证。

笔者曾经对道德楷模的“富人缺位”现象进行分析，得出一个逻辑悖论：要么是道德模范

的评选标准不重视富人群体为社会进步所做的经济文化贡献，所谓道德仅仅是纯粹意义上的抽

象道德，这显然偏离了现代道德的时代内涵；要么就是企业家只谋其利不正其义，将社会公益

事业看做是慈善家的事情，这也显然也不符合现代企业的民族精神。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富人

吝啬慈善呢？本文不去论述道德模范问题，也不去分析出现吝啬现象的缘由，只想以此来强调

个人财富状况与道德发展水平并不必然性地同步发展，企业家与慈善家之间并不存在逻辑的和

历史的必然性，企业家、明星可以成为慈善家，但企业家、明星不必然是慈善家。因此，那种

苛求富人群体人人成为慈善大家的想法和做法既不契合理论，也不合乎现实。

其次，捐赠数量与道德境界仍然具有某种契合性。尽管财富状况与道德水平不存在同

步发展的逻辑必然性，但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从捐赠数量的多少与道德境界高低的相关

性找到尽力捐献的足够理由。冯友兰先生根据人们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将人生境界从低到高

分为四种，即“一本天然的‘自然境界’，讲求实际利害的‘功利境界’，‘正其义，不谋其

利’的‘道德境界’，和超越世俗、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4]( P298)道德境界要求

的是“正其义不谋其利”，追求的是深厚的道德价值，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道德境界的理解

有异曲同工之妙。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境界是一种复杂的道德意识现象，是指人们通

过接受道德教育和进行道德修养，所达到的道德觉悟程度以及所形成的道德品质状况和精神情

操水平。[ 5 ] (P465)体现在道德与利益的关系方面也是讲求义利统一，并突出道义的重要价值。

根据人们所处的地位和自身的道德修养不同以及有道德的行为的程度不同，道德境界也有

高低之分，有道德的行为其道德性如果越强，道德境界就越高，反之就越低。因此，修养有深

浅，爱心有大小，境界就有高低。慈善捐赠属于一种有道德的行为，所捐赠数目越大，一般所

体现出的善意和爱心也就要越大，道德境界就越高尚；捐赠数目越小，所体现的善意和爱心也

就相对越小，道德境界就越低下。这种正态契合性需要我们鼓励那种为挽救他人生命和谋求他

人幸福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无私奉献的精神，褒奖那些在道德境界上的时代先锋。

再次，慈善捐赠的适度匹配需要道德良心的内在驱动。正如上文所言，要体现较为高

尚的道德境界就需要一定数量的捐赠，捐赠数量与道德境界具有正态契合性，那么对于捐赠者

来说，捐赠多少才是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呢？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伦理学》中详尽地论述了



道德德性是适度，在所有的品质中适度的品质最受人称赞，要“对适当的人、以适当的程度、

在适当的时间、出于适当的理由、以适当的方式”[6]（P55）来做任何事情。在捐赠问题上，

既要体现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还需要考虑个人或组织的实际承受能力，也就是“适

度”与“匹配”的问题，捐赠数目的多少应该和自身所有财富相匹配。如果经济殷实，那么可

以也理应慷慨解囊，鼎力相助，凡在承受范围之内，捐再多都不过分。假使自身经济状况窘

迫，也不必为表达爱心而倾其所有，因为为救一个贫困集体而产生新的贫困群体不是我们所希

望看到的。从道德角度看，经济窘迫但富有爱心仍然是我们歌颂的，经济窘迫之人所贡献的一

点绵薄之力与财富大亨所奉献的巨资同样伟大，同样受人尊敬。

然而，这种“适度”与“匹配”的标准应该掌握在谁手里？一般来说，外界很难准确知晓

捐赠者的实际财富，故不能成为判断捐赠是否适度的唯一标准，标准主要还是存在于捐赠者心

中。因此，在灾害面前捐赠者所能承担的“非常态”社会责任有多大，多少的付出才能最大限

度的表达自己的善意，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发挥捐赠主体内在的道德良心的作用，需要自己为自

己“立法”，自己把握价值尺度。

著名哲学家康德说，人的道德良心与天上的星辰一样为人们多赞叹和敬畏。道德良心是个

人对他人和社会履行义务的道德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是个人意识中各种道德心理因素的有

机结合。道德良心，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不可缺少的。道德良心对主体的道德行为

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在道德行为前，道德良心对道德主体起到鼓励的作用，在道德行为中，

道德良心对道德主体起到监督的作用，在道德行为后，道德良心对道德主体起到安慰的作用，

使主体产生一种道德崇高感。慈善捐赠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义举，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自

然离不开道德良心的内在驱动。

三、慈善捐赠的道德考问源于同情与期待

如果说捐赠数量与个人财富具有适度匹配关系，而适度匹配的慈善捐赠标准又主要掌握在

捐赠者手中和心里，那么，人们何以对明星群体和少数企业的被动捐赠甚多关切、微词，甚至

在道德上进行考问呢？

这种道德考问首先来自于“同情”。即来自于人们对灾区人民在遭遇重大自然灾害以后所

处险境（绝境）的极大同情，进而产生的对中华民族面临考验与危难的莫大同情。亚里士多德

认为，“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

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的想象到

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7]（P5）同时，“引起我们同情的也不尽是那些产生痛

苦和悲伤的情形。------我们同情英雄们对在困难之时未遗弃他们的那些忠实朋友所抱有的感

激之情。”[7]（P7）在自然灾害面前，人们不仅设身处地的想象自身处于相似或相同境况状

态下所表现出来的心里感受，而且为全国各地、国际社会的无私救援与人间大爱而倍感欣慰。

这种道德考问还来自于“预期”。尽管捐赠是个人自愿行为，捐赠多少也主要需发挥道德

良心的自律作用，但外界的评价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人们依然可以根据捐赠者的职业

和知名度而对捐赠者所做的财富猜测和根据灾害程度大小所需援助的多少做出想象中的预期评

价，也即职业较好，财富较多，自然多捐；灾害严重，影响深远，自然多捐。



当同情与预期达不到吻合的时候，人们便对捐赠者的行为产生道德上的干预。

在普通老百姓看来，明星群体属于公众人物，是社会的公众形象，对社会起示范作用，而

且是当今社会人们心目中的高收入阶层，在一定意义上是财富的象征。如前所述，在慈善捐赠

中捐赠数量与占有财富具有匹配关系，经济殷实之士捐赠数目理应比平常百姓更大。当国家和

民族面临巨大灾难的时候，明星群体也理应积极承担捐赠责任，最大限度地回馈社会，用他们

的力量帮助受难群众获得新生，为实施人道救助提供更大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明星群体消极

被动对待捐赠，自然就会引起人们的议论和谴责。对于明星群体来说，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既

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有利于扩大自身的美誉度和影响力，提升自身的形象，可谓是利人

利己。

众所周知，企业是社会的细胞，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企业的生产要素和产品

既来源于社会又直接服务于社会，因此企业理应承担社会责任。对于企业而言，社会责任应该

分为两种类型，即在社会发展的常态时期所应承当的“常态”社会责任与在社会发展的非常时

期所应承当的“非常”社会责任。在正常的社会运行时期，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创造出更多更

好的产品，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更安全的服务，在这个常态范围内，社会公众对企业的

道德评价就是权衡企业的产品质量、经营合法度和诚信度。然而在遇到诸如四川特大地震灾害

或其他重大社会危机面前，企业的道德责任就必须适度转移到对受困地区和人民的救助上来。

尽管我不主张在一般的情况下企业尽其所有来支援灾区而使自身走上破产瓦解和穷途末路的境

地，但是，当国家和民族出现重大危难需要企业倾其所有的时候，企业也必须毫无选择的献出

所有。这是人道和关爱的必然选择，是社会责任在常态时期和非常时期的有效统一，是社会对

企业和企业家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发展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高尚道德要求。企业积极参与慈善

捐赠，既是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也可以扩大企业自身的知名度，提升企业的形象，

可谓是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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